參加第五十七屆國際財政協會雪梨年會會議報告

第一章　前言

　　國際財政協會（International Fiscal Association，簡稱IFA）係一國際性財稅組織，每年於會員國輪流舉行年會，探討國際租稅問題，在國際間著有聲譽。本屆年會係於8月31日至9月5日在澳大利亞雪梨舉行，我國由臺北市國稅局張局長盛和、勤業眾業會計師事務所董會計師麗貞、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許會計師志文，以及賦稅署李科員明機等四人代表出席，本次年會之大會議題有二項分別為：（一）對公司（股東）課稅之趨勢：課一次稅或兩次稅（Trends in company/shareholder taxation: single or double taxation?），（二）消費課稅與金融服務（Comsumption taxation and financial services）。另會方並安排六場研討會，就國際財政協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IFA-OECD）之關係、租稅協定有關股票增益之處理、國際租稅中之反避稅規定、國際租稅近期之發展、OECD Model第九條所定義之「關係企業」為何、境外投資基金制度等議題進行討論，以下玆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別就大會議題，以及專題研討會之研討內容，作簡厄介紹臚陳於后。

第二章　主題議題之討論內容

壹、Subject I：對公司（股東）課稅之趨勢：課一次稅或兩次稅（Trends in company/shareholder taxation: single or double taxation?）

主　席：Malcolm J. Gammie (United Kingdom)

討論者：Prof. Richard. Vann（Australia）

Krister Andersson (Sweden)
Barbara Angus (USA)
Prof. Adolfo J. Martin Jiménez(Spain)
Prof. Wolfgang Schoen (Germany).
本主題將討論並檢視各國政府持續用以確保該國公司股東利益之課稅制度，希望各國能夠遵循國際法則。尤其是討論許多國家取消設算制度（imputation system）後之各種減少股東負擔（shareholder relief systems）之規定，諸如最近美國已廢除長期標準課稅制度。除股利之問題探討外，鑒於股票資本利得現已被視為公司股東課稅基礎之一部分，故本研討會亦討論現今國際上對股票資本利得之處理。其內容介紹如下： 

一、當跨國投資組合或是直接投資時，公司或股東課稅之趨勢是否有任何之新國際標準，以及該標準係如何影響來源國和居住地國家對於跨國資產投資分配稅收。玆先分別就公司利潤、股利及股票資本利得等租稅待遇作一比較：

首先預設下列情況：

１、資產組合投資者甲，投資在Ａ國當地之公司Ａ，僅在Ａ國賺取利潤（稱為國內資產組合投資）。

２、資產組合投資者甲，投資於在Ｂ國之公司Ｂ，僅在Ｂ國賺取利潤（稱為國外資產組合投資）。

３、資產組合投資者甲，投資於當地之公司Ａ，而Ａ公司在Ｂ國有子公司Ｂ，Ｂ公司僅在Ｂ國賺取利潤並支付股利予其母公司Ａ（稱為國外直接投資）。

假設視Ａ國為居住者國家，視Ｂ國為來源者國家。當考慮Ｂ國對股利支付給資產組合投資者甲及母公司Ａ之處理，就有必要比較股利支付給居住在Ｂ國之資產組合投資者或者給付給Ｂ國當地母公司之情況。

但是在目前國際環境中，僅比較二個國家之情況是不切現實，實際之情形尚包括在Ｘ國家的資產組合投資者投資到某些存款機構（包括保險公司、共同基金，養老金免稅之計劃），再由這些機構投資母公司Ａ，母公司Ａ擁有在Ｂ國家之分支機構Ｂ公司，但是Ｂ公司可能在Ｙ國家賺得其利潤。因此，最後資產組合投資者Ｘ之存款，將反應Ｘ 、Ａ、Ｂ 和 Ｙ等國家之課稅制度。

    然而在僅二個國家之情況下，仍可拋出上述問題的癥結點，例如來源國對於國內投資者與對國外直接或組合投資者有關公司稅或股利課稅係如何處理。而來源國可能同意透過雙邊租稅條約之方式，約定境內公司或股利課稅制度對於適用在國外投資者之規定，在此情形下，Ｂ國亦將考量Ａ國對於居住者之公司或股利課稅情況。除此之外，本主題之最後部分將討論從簡單的兩個國家，轉變為更複雜的多邊國際投資，另亦特別集中在公司股東課稅趨勢之研討上。 

二、Segment 1：目前國際環境之正確股利課稅制度  

（一）來源國之觀點：

    國際上對於股利課稅基本採用"傳統"之觀點，亦即所得來源國Ｂ通常對歸屬在Ｂ境內之資產投資產生之利潤課稅，而忽略居住者國家Ａ對於Ｂ國境內公司分配予Ａ國股東課稅之任何規定。也因此Ａ國必須視Ｂ國擁有優先課稅權之課稅程度再對其股東課稅，以減緩國外股利之雙重課稅情形。 

目前國際規定僅在Ｂ國視債務為準資產（quasi-equity）之前提下，否則Ｂ國並不對債務的返還課稅，會如此規定，是因債務具有資產之特性，或者是因Ｂ公司之資本將因而減少，除了上述情況外，Ｂ公司必須將收入減除債務融資成本，因此其課稅所得勢必減少。Ｂ國為求徵稅，可能對利息支付採取扣繳手段，但在許多案例中，最後之扣繳稅收可能微乎其微。 

 　 債務或資產的選擇將影響兩國間對於從跨國公司活動徵稅多寡之程度。而整合公司及股利課稅制度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在於要減少資產投資與債務融資之差異性。為避免法人組織相對於其他營利型態需採單一課稅所造成之扭曲，合併公司及股利課稅制度因此十分重要。當然，政府也能選擇股利課稅之制度，藉以影響公司發放股利或保留盈餘之策略。此外，大多數國家均體認到對公司盈餘課稅即表示股東投資行為之預付稅款。 

    惟所得來源國通常不認為上述措施恰當，但因體認從來源國盈餘分配之股利，居住者國家將對該股利課稅，為減少對資產投資課稅之程度，因此國際發展之趨勢遂採取了下列措施：

1. 所得來源國已傾向放棄減除股利採差別稅率之制度，因為最後之結果沒有任何益處，並且使得公司稅之實質稅率降至零。

2. 所得來源國之設算制度將不考慮境內任何投資者享有稅額抵減之待遇。

事實上所得來源國可能經由對投資者採股利扣繳之方式來增加稅收，也因此反應了來源國對居住地國股東課稅之直接要求。

（二）居住地國之觀點：

居住地國Ａ必須解決盈餘業被Ｂ國課稅，其隱涵在盈餘中併同課稅之股利遭重覆課稅之情況，足見公司盈餘遭重複課稅之情形在居住地國與來源國是沒有區別的，故Ａ國之措施將致力於減少債務融資與非營利組織選擇之偏差。 

Ａ國必須承認股利已在Ｂ國課稅之情況，但對於Ｂ國扣繳股利之措施，可以透過雙邊協定來消除或降低，如果Ｂ國在其境內實行設算制度（即允許境內股東抵減已繳納之公司稅），則Ａ國亦可與Ｂ國協商，以求Ａ國之股東投資Ｂ國有相同之稅額抵減待遇。理論上，Ａ國若實施設算制度，則將較有利協商，但實際上來源國Ｂ通常不願意透過跨國股利稅額扣抵來抵減已課徵之公司稅。 

倘Ａ國實行之設算制度允許已納之公司稅返還予國外股東，則Ａ國居住者對於國外投資之行為勢必產生偏差。不管直接對資產組合投資或是間接透過從Ｂ國取得利潤之母公司Ａ支付股利，Ａ國並不會對Ｂ國返還已課徵稅款；惟在一般情形下，Ａ國通常對在Ｂ國利潤課稅後所獲得之股利，採取與在Ａ國對利潤課稅後所獲取之股利，有一致性之課稅基礎。

在傳統制度下，股利是以投資者個人邊際稅率來課稅，而不論是否由公司來支付該筆稅款。然而當Ａ國視股利從Ｂ國分配並課稅下，所採行之措施將包括採單一稅率、差別稅率、稅額扣抵和股利減免。在上述情況下，境內和境外資產投資之差異點，存在於Ａ國政府和Ｂ國政府對股利所採取之稅率。

不同國家實行不同之公司股利課稅制度產生許多問題，國際間之設算制度運作不良主要是因其隱含偏好國內投資，此一問題Ｂ國較Ａ國嚴重。Ｂ國政府不配合Ａ國政府實行抵減公司稅之做法，可能阻礙Ｂ國居住者對於Ａ國之投資。 

Ｂ國制度阻礙了對外投資，但上述情況亦須視Ａ國之股利課稅制度而定。原因在於當Ａ國實行較為單純之標準制度，則Ｂ國對於抵減公司稅之實施較無壓力，並且當Ａ國在要求國內公司分配股利扣繳下，Ｂ國更能維持對內投資之扣繳制度。同時，Ｂ國對境內投資者支付境外股利所採行課稅之方法，與其對國內股利課稅之情形一致。相較之下，Ａ國除非受制其他之約束（如租稅協定），否則對國外股利課稅將不同於國內股利。 

實際上，多數已發展國家必須解決Ａ國和Ｂ國不同觀點所產生之問題。因此國際發展之趨勢，已朝向對跨國投資者採取更為中立之態度，並且體認避免公司利潤被雙重課稅之重要性，亦即必須匯聚非僅限於朝向股利單一課稅之不同方法來達成上述目標。

針對本節討論之內容，獲致下列結論：

1. 股利課稅必須考量公司利潤是由誰支付之觀點重要嗎?

2. 如果是的話，是否有一種股利課稅的模型可以達成單一課稅的目標，以減少跨國資產投資之扭曲?

三、Segment 2 : 區分跨國投資者之稅收歸屬於所得來源國及居住地國  

國際間企圖透過三種方法對資產投資之匯回課稅：即分別透過公司利潤、股利及股票資本利得課稅。在探討這些不同課稅方法間之關係時，政府通常必須作某些調整以避免在公司階段對於資產投資之盈餘匯回被課了好幾次稅，因此，相較於個人股東之股利或個人之資本利得，公司型態股東之股利和資本利得必須受限於較複雜之課稅方式。

整合跨國資產投資所需面對之不同課稅方式，以防止對投資匯回課徵更高之實質稅率，將十分困難。目前國際會議討論均認為所得來源國有對歸屬於境內投資之利潤課稅之權利，但如同Segment 1討論所述，雖然居住地國實施公司及股利課稅合一之制度，所得來源國是不願意對居住地國放棄他們課徵公司稅之權利；同時所得來源國亦不企圖對由居住地國股東賣出股票時所獲取之資本利得課稅；同樣地，居住地國也不企圖藉由課稅方式來干預股東實現資本利得。 

所得來源國及居住地國區分稅收最自然之方式，即所得來源國對利潤課稅，而居住地國對股利及資本利得課稅。有關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提供了居住地國對所得來源國支付股利課稅之權利，但第十條第二項亦規範了所得來源國亦可對股利所得扣繳。

對於股利扣繳稅款之情形在跨國直接投資之論證上仍顯薄弱，而前述之直接投資可透過Ａ國之分公司或Ｂ國之分支機構來進行。除非Ｂ公司有被課徵分公司利潤稅(代表對股利課稅)，否則Ａ國通常對於Ｂ國境內分公司匯回之利潤不採取任何措施。因此，透過子公司直接投資所產生之股利支付，尚須扣繳稅款，相較於分公司利潤匯回不須課稅之情形，子公司型態必須負擔額外之稅負。 

　　另一方面，鑑於國內母公司和子公司間的股利流通並不會課稅，因此，即使A國對國內投資產生之股利扣繳稅款，仍然允許境內母公司和子公司之股利流通不課稅，或是允許已課徵之扣繳稅款給予抵減，除非Ａ國同意用相同之方式抵減已在Ｂ國之扣繳稅款，否則對於分配股利予國外母公司扣繳稅款之現象，將形成另一階段之重複課稅。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歐盟國家針對母子公司股利流通，已原則同意消除扣繳之規定。

　　Ｂ國政府可以參採境內股利課稅制度以證明扣繳稅款之正當性，並且在Ａ國政府對資產股利附加額外之個人稅負時，更能支持其立論；儘管如此，對所得來源國之股利扣繳，其理論基礎仍顯顯薄。 

　　股利扣繳制度之存在將會阻礙跨國直接和資產組合投資，特別是經由仲介機構從事資產組合投資之情況，例如經由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非儲蓄機構等。所以就股東之立場而言，扣繳稅負將是額外之成本。

針對本節討論之內容，獲致下列結論：

1.消除經由公司組織不同階段之資產投資產生重複課稅之程度。

2.尋求整合股利課稅、股票增益課稅及公司盈餘課稅之程度。

3.如何將區別所得來源國及居住地國稅收型態之觀念，由境內轉換為國際問題。

四、Segment 3 :如何採取公司或股利課稅制度以處理跨國資產投資問題，或是另有其他可供選擇之制度

　　大多數個人資產組合投資在境內發生，但多數跨國資產組合投資是以透過多國籍企業或藉由共同基金、保險公司等儲蓄型公司之組合投資型態來作投資。而此儲蓄機構可能因Ａ國之特別課稅制度（可能透過經由減免該機構之稅負，亦或使其朝向個人階段課稅而非公司階段）而有某種程度之優惠。上述朝向個人階段課稅之措施並不會對源於Ａ國境外而在境內募集之投資基金課稅，而一旦個人存款已成為中間（媒介）機構之資金，Ｂ國將不再視源於Ａ國之資產投資與Ａ國有任何實質關係。

　　若Ｂ國政府僅對在其境內投資產生之公司盈餘課稅，是不具任何實質意義的，問題在於跨國資產投資之行為，所得來源國對其匯回扣繳稅款，並不會阻礙Ｂ國相對於其他國家之投資。較複雜之處理型態發生在當尋求對源於Ｘ國之儲蓄課稅，但是中間機構在Ａ國，而投資在Ｂ國時，其Ａ國之作法為何？

　　近年來公司稅在國際間之平均稅率已從平均48%，降到1980年之35%，以致於1990年代末期之25%。由於公司稅基礎之加寬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補償了公司稅率的減少，並且對公司利潤之維持做重要程度之支撐。然而，公司稅率之降低反映了對所得來源國家吸引公司投資之活動將更具競爭優勢，特別是在某些特定項目具機動性，但成本高於競租之投資上。

　　另一方面就居住地國之觀點言，亦需維持對該國居住者在個人儲蓄投資所賺取之利潤返回課稅之權利。

　　針對本節討論之內容，獲致下列結論：

1.所得來源國及居住地國家尚須考量在允許投資機構存在下，採取公司課稅和股利課稅之情形。
2.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當前國際間對於資產投資課稅所發生　　　　　之問題。 

Vann教授對本研討會概述其結論如次： 

公司稅對於商業流通十分重要；但股利課稅制度已有轉變，即

 - 從設算制度到更簡單之系統；

 - 從古典雙重課稅制度到單一課稅之規定；

- 以最大個人稅率對股利全面課稅。

另外針對股利重複課稅產生扭曲之現象，Mrs. Angus做成如下結論：

 - 在公司型態下對於投資的偏差；

 - 偏好負債而非資產之偏差；

 - 保留盈餘而不分配之趨勢。
Prof. Martin Jiménez更質疑設算制度是否是最適之制度，亦或會造成更多問題，因為設算制度將產生如下問題：

-時間成本；
-租稅優先選擇之調整；
-退稅問題；
-股利和資本利得之處理差異。
貳、Subject II：消費課稅與金融服務（Comsumption taxation and financial services）
主　席：Satya Poddar (Canada)

討論者：Han Kogels (Netherlands)

　　　　Vieri Ceriani (Italy)

　　　　Peter Jenkins (United Kingdom)

　　　　Tony Long (Australia)

　　　　Alan Schenk (United States)

　　　　Rebecca M. Millar (Australia)

金融服務通常從加值稅或者其他的一般消費稅中免除。本議題將檢視對金融服務減免制度之操作和它對經濟之衝擊，尤其是在處於競爭市場方面。討論係分成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將著重在世界上對於金融服務課稅之一般方法介紹；第二部分係探討目前免稅制度所遇到之問題，這個部分亦討論部分進項稅額扣抵制度、外包金融交易過程中課稅之運用，以及歐洲最近法庭判決所提供的原則；第三部分針對特殊問題討論，或者簡化部分進項稅額扣抵制度之分析。 

一、現今金融服務課稅之一般方法介紹

本討論將對以下現今減免制度之特色作一介紹，專題討論小組每位成員將對免稅系統內下述五項主要設計功能提出評論，他們著重在其最熟悉管轄權領域之VAT（加值稅）制度。五項主要設計功能為：
1.免稅金融服務之定義
2.部分扣抵方法
3.進口服務反向收費機制
4.集團法則

5.外包之待遇
此免稅制度引起四項主要考量，分別是(1)競爭之扭曲；(2)稅制重複；(3)替代產品與服務課稅之非中立性，以及 (4)稅制依循與基徵管理之複雜性。專題討論小組將就免稅系統的特定設計功能組成做出評論，或就上述考量提出改善，並闡述政府嘗試提出的作法。

․免稅金融服務之定義：
當存款與放款及發行金融證券等核心金融服務在法律管轄區均免稅時，其他之金融服務（係指隨金融市場創新而有顯著增加之商品）的稅負處理勢必有重大改變。例如：

1.第三人服務，包括代理機構與「代辦（arranging for）」服務 
這些服務排除在新加坡金融服務定義之外，紐西蘭亦提議將其涵蓋在納稅體系內，澳洲對於這些服務有特殊的規定，而「代辦（arranging for）」金融服務的成立，經常引起納稅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之間的爭議。

2.資產與基金管理服務
在加拿大全部屬於應稅範圍，但在歐洲及許多其他法律管轄區係屬於免稅。資產管理是金融市場逐漸成長的部門之一，而資產管理服務課稅對於政府稅收將具有顯著影響。

3.國外來源金融服務
國外來源之金融服務是否屬於金融服務範圍呢？歐洲法庭對於此問題有相當多的闡述【例如：Sparekassernes Datacenter(SDC) 與First Data Resources (FDR)案例】。奧地利對於國外來源之金融服務課稅，但屬於低稅率；加拿大制訂非常嚴厲的規定，旨在對該國外來源服務課稅，但當提供服務者需以類似金融機構之方式承擔財務風險時則排除在外。

4.保險與擔保
紐西蘭與澳洲將一般保險（產物與意外保險）排除在金融服務定義之外；加拿大將擔保（其結構可能為保險方式）排除在免稅服務之外。許多國家免除保險之加稅，但課徵特殊賠償稅，例如：德國對一般保險費採15%特殊稅（與標準加值稅相同）。

5.徵收金融服務稅之選擇權
歐盟成員國可授予金融機構選擇權，選擇將免稅金融服務改為應稅，此選擇權受惠於當金融機構客戶為加值稅之登記人，該客戶可就金融機構收取之稅額進行進項稅額抵減，惟歐洲的選擇權制度經驗並不一致，不是成員國不願意允許此選擇權，就是即使成員國允許，但金融機構亦不願使用。

二、部分進項稅額扣抵制度、外包金融交易過程中課稅之運用，以及歐洲最近法庭判決所提供的原則

（一）部分扣抵方法

1.公式基礎或要求以公平與合理方式直接歸屬
多數VAT轄區的立法對於進項稅額的部分抵減方式保持沈默。新加坡允許固定百分比率的抵減，而前述抵減比率隨金融部門之類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並且對於企業與非企業客戶的組合亦納入考量。設定此百分比率以允許企業客戶用作進項稅額抵減，乃是減少企業交易稅負重複課徵之間接方式；另外，前述抵減百分比亦簡化了遵行程序。其他VAT轄區仍堅持直接歸屬，但對於合併企業並不實際。

2.抵減公式之組成
當允許公式分配時，通常是以應稅與免稅活動收入為基礎。然而，收入公式之組成各異，在某些情況下，收入之定義包括利息總額，而其他情況下則是利息淨額，有些轄區對於利息支出與收入採總額課稅。另對於保險則無標準公式，而不確定的領域為租賃收入、來自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現金流入或流出、壞帳提出與損失，以及與資本交易有關的現金流量處置部分。

3.禁止抵減之特殊情形
例如義大利就金融機構之金融交易稅負抵減執行特殊限制。

4.允許企業客戶就金融交易抵減之特殊情形 

新加坡允許金融機構對使用金融服務之企業客戶申請進項稅額抵減，此抵減納入前述金融機構之抵減百分比率。紐西蘭提議對企業客戶之金融服務採零稅率，惟此將對允許企業客戶全數進項稅額抵減造成影響。

5.整體制度之複雜程度與稅捐稽徵機關之態度
英國的分配公式似乎最為精密，同時也是最複雜制度之一，使得納稅人與稽徵機關之間始終維持緊張關係。其他多數轄區既不允許簡單收入基礎公式，亦未採行非常嚴格之政策。
（二）進口服務之反向收費機制

1.反向收費之需要與範圍
反向收費機制是為了確定金融機構並未從其他轄區進口非金融商品與服務，而無須負擔居住地之VAT成本。多數轄區具有某些形式的反向收費。然而，其範圍隨強制執行之有效性而有所差異。

加拿大以精確的方法，對任何用來提供免稅金融服務之非金融服務進口課稅（於海關進口時對商品課稅）。在歐洲則採用選擇性收費方式，但此機制在總公司費用分配至海外分支與分公司時之處理方式，產生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在加拿大之情況為從非本地母公司分配至本地分支或子公司的服務，視為管理服務進口（除非出示免稅金融服務證明），以作為反向收費之依據。但在歐洲及其他轄區，對於該收費之處理卻有極大不同。　

2.適用反向收費之有利條件
反向收費機制之需要，通常被認為是為了確定國內與進口供給之一致性待遇，使金融服務的進項稅額免稅。然而，此舉可能阻礙一般市場的發展，因為必須在海關確定金融服務之有效金額。此外，亦可能導致競爭性扭曲，且如果無法系統性地強制執行，可能變成不公平的措施。

反向收費機制可能涉及有關消費地點或供給用途之複雜議題。例如：如果金融機構要求當地運輸服務或在海外訂旅館，則他們是否應為反向收費的對象呢？這些服務需要在特定地點提供，而且可由供應商在該地點提供，但它們並非與金融機構所在地之在供應商競爭下所提供之服務。不僅如此，它們通常可能是外國轄區地方稅的課徵對象，故在註冊地收取反向費用可能導致雙重課稅。

在國內擁有分支網路之本國銀行，可能會在分支的管理與營運上產生任何勞工成本的VAT。然而，如果反向費用適用在所有分支機構與母公司之間的跨越國界費用時，則在VAT轄區設有分行之外國銀行，相對於本國銀行將有競爭上之劣勢。換句話說，一家在國內有分行之本國銀行，另一家為擁有國內分行的外國銀行，則兩家銀行將因為國際銀行非居住地員工之服務，適用於反向費用規定，而須支付不同之進項稅額。

（三）集團法則
多數VAT轄區允許企業集團內採部分合併申報形式，此規定造成的影響為集團內任何公司間之交換均不適用VAT。此項規定對於金融部門非常重要，因為對於公司間之收費課稅時，可能導致重複課稅嚴重增加。例如：在歐洲與澳洲的企業合併系統下，是將企業集團視為單一法律個體計算VAT。在允許合併計算的地區，對於位在其他轄區的關係企業與分支機構的處理方法各異，在某些情況下，合併是全球性的，而在其他情況下，則限制在特定VAT轄區內。

從另一角度來看，加拿大並不允許合併申報，但允許集團內選取兩家「關係密切」的公司，對任何服務之提供（以及特定財產供給）均以免稅處置，但不具進項稅額抵減權利。此系統不似合併系統有效，而且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導致更多重複課稅問題。

各國對於集團減稅的門檻測試亦有所不同。在加拿大，集團減稅限制在至少90%為一般股東的企業。在歐洲，此門檻為主要股權控制。

（四）外包之待遇

金融機構外包許多交易處理功能以實現規模經濟，但產生下列問題：當這些服務外包予第三人時，是否仍維持先前之金融服務特徵，如果不是，則對外包服務採行不可扣抵之VAT規定時，將阻礙金融事業成為高效率之組織。

歐洲法院所持之觀點為：如果金融服務之執行是由金融機構擔任委託人角色而由第三人執行時，該服務功能仍屬於金融服務（如SDC案例歐洲法庭之判決）。此結果的關鍵要求之一為該外包功能必須為完整功能，不能僅只是部分要件。

澳洲允許特殊稅負減輕，以減少外包可能引起之稅負重複問題；然而，此簡單規定看起來似乎相當複雜。

（五）重要法庭案例
專案討論小組檢視了幾件重要的法庭案例以描述此議題的複雜性，同時也告知與會者他們在不同VAT轄區內處理的方法。專題討論小組討論之歐洲法庭關鍵案例包括：Card Protection Plan（有關單一或多供給議題）、SDC（有關外包議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Chicag（有關部分扣抵法與金融服務定義之考量）以及FDR（有關信用卡處理服務外包）等。

三、特殊問題討論

（一） 變更之選擇
　　目前的免稅制度已經過時，而且無法有效適用於金融市場，而加諸於此制度之稅負是否具有效率，端視稅捐稽徵機關態度而定。有些轄區證實免稅制度之實施，已簡化遵循之方式（例如新加坡），而其他轄區對於免稅制度實施之經驗卻不樂觀。對於現有制度之改善工程相當龐大。在此部分，專題討論小組討論了各種改進制度的方法。

（二）全部或選擇性金融服務零稅率
經過廣泛評估各項選擇後，紐西蘭已經提出討論報告，歸納出一組簡化與合理化金融服務課稅之提案。這些提案之重點為延伸稅負至第三人金融仲介者所提供之金融服務（即除了委託人以外之身份），以及對企業客戶之金融服務採零稅率。如果提案獲得通過，則上述改變將使紐西蘭系統與新加坡相似。

（三）部分或全部課稅
如主席Poddar與英方之討論，可透過現金流量租稅機制，將金融服務納入VAT範圍內，在該機制下，金融機構之現金收入納入課稅，而所有現金流出則給予稅額扣抵或減免。此稅額計算帳戶（TCA）系統為Poddar開發系統之修正版，藉以克服有關完全現金流量系統之特定交易問題。此系統目前在歐盟六個成員國內十家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測試。

然而，有些試驗機構發現，不管其概念健全與否，金融機構及其客戶必須花時間全盤瞭解其影響，並修正產品與價格。為了簡化交易時的租稅處理程序，對於企業客戶的金融服務採零稅率可能有所助益。

尚有其他選擇可考慮作為完全課稅的中間步驟。例如：如紐西蘭的提案，課稅可延伸至付費服務，而所有保證金服務仍維持免稅。另根據TCA概念，由金融機構選擇對保證金服務採行課稅，當它們傾向於向消費者服務課稅時，則企業客戶的保證金服務可為零稅率，然後它們即可就進項稅額申請全額扣抵。消費者之保證金服務可以總合基礎課稅，無須就個別交易計算稅額，因為消費者無須擁有進項稅額抵減之納稅資訊。

（四）IRAP

1998年，義大利就加值稅部分引進新稅制（稱為IRAP：imposta regionale sulle attività produttive），作為社會保險與財富稅改革的一部份。這是VAT制度之縮減，以適用在商品與服務，亦包括金融服務在內。專題討論小組並討論透過IRAP機制執行金融服務VAT之優點與可行性。

（五）促進方法
即使當金融機構維持或持續免稅時，稽徵程序或特定設計功能必須更嚴謹考量其操作與影響。例如：藉由事先敘述的計算進項稅額抵減公式以簡化遵循程序，遠勝過於稽徵機關對於進項稅額直接歸屬之堅持。同樣地，有關重複課稅或外包的考量亦可透過特定服務採零稅率，或給予金融機構對特定金融服務採應稅的選擇權，藉以簡化操作，此均為促進效率之方法。

第三章　專題研討會之討論內容

壹、專題研討會C：國際財政協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IFA-OECD）

主　席：特別委員John F. Avery Jones（United Kingdom）

討論者：Ariane Pickering（Australia）

Mike Waters（United Kingdom）

William R. Holmes（Canada）

Jan-Mikael Bexhed（Sweden）

Jeffrey Owens（OECD） 

Jacques Sasseville（OECD）

IFA-OECD專題討論與前幾年一樣，將區分為兩部分。OECD代表在第一部份討論OECD目前所涉及的租稅議題；第二部分，專題討論小組係討論有關跨國界退休金提撥與利益協定議題之案例研析。 

一、Part 1- OECD目前著手之租稅規劃

Jeffrey Owens是OECD組織負責租稅政策與管理中心之領導人，首先就OECD目前所著手之租稅規劃提出概述，接著並由OECD第一工作小組主席Mike Water針對相關問題提出簡報，另有關租稅協定部分，亦由小組領導人將目前OECD著手之特定租稅協定議題提出報告，其主要著重在有關員工股票選擇權之違反規定，以及租稅協定議題之近期有效管理執行概念的草案討論。

二、Part 2- 有關跨國界退休金提撥與收益之協定議題

世界各地存在各式各樣的退休基金計算制度，提撥至退休基金或從基金而來的利益，而這些計算制度之支付通常跨越國界。跨國界提撥與收益之租稅協定因國家至國家、同一國家內，以及從一種計算制度至另一制度而異。

勞動市場的開放或經濟全球化，已經誘發出因這些差異而來的租稅問題。歐盟因為歐洲法庭的決議，以及委員會近期的溝通，而使得這些議題受到重視。預期隨著會員國人口老化，以及勞動人口具有更大之行動性，勢必增加該問題的重要性。

租稅協定在解決有關跨國界退休基金提撥與收取利益之相關租稅問題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某些國家而言，OECD 租稅協定範本(Model Tax Convention)第十八條之規定，對於這些問題有時並不能提供適當之解決方案；但無須驚訝，雙邊租稅協定之條款係來自於雙方提案條款協商。基此，第一工作小組遂就有關跨國界退休基金提撥與利益相關議題之租稅問題，提供更具指導性的意見。

　　與IFA-OECD專題討論慣例相同，專題討論小組採用案例研究來討論跨國界退休金提撥與利益領域之特定租稅協定問題，所舉案例如下所述。

案例 1—移居國外者之提撥

A國居民瑪麗亞於1999年初受雇於WHYCO，同意在WHYCO的B國分支機構工作4年期間。

1999年6月1日，瑪麗亞搬至B國以租賃方式取得的房屋。她的家人只有在2000年初時共同居住，瑪麗亞在B國工作與居住直到2004年1月。

這段期間內，瑪麗亞參與成立於A國的員工負擔部分之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並每年提撥薪水的8%到退休基金，而她的雇主則提撥相等於瑪麗亞薪資的14%金額。在A國，如果該筆退休基金因租稅目的而申請時，則該筆提撥金額可完全減免。瑪麗亞同時也提撥最高額度的A國基本公共社會保險退休金計畫，此最高提撥額度為瑪麗亞薪資的1.5%。

在B國之稅法規定提撥金減免應根據國家制訂的基本公共計畫（最高退休金計畫係規定服務年資35年後，並受限在相當於雇佣最後十年平均薪資的50%）以及貿易工會與員工組織共同制訂的各種勞工命令補充計畫而定。基本計畫與補充計畫均為確定利益之計畫模式。提撥至該計畫的總金額之10%為員工負擔，15%為雇主負擔。

   身為管理階層，瑪麗亞同時獲准參與WHYCO的管理階層退休計畫。

在該非基金基礎的計畫下，WHYCO每年匯入瑪麗亞帳戶大筆金額。此筆匯入帳戶的金額，加上每年3%之名目利率，將在她年滿65歲時以每月分期方式支付。根據A國稅法規定，此金額在交付瑪麗亞手上之前無須課稅，而WHYCO在確實支付金額之前無法取得租稅減免，B國對於該計畫並無特定之法規因應。

瑪麗亞最後支付在A國投保的人壽保險保費。在A國法律下，這些保險費可抵減至最高金額限制。惟B國並不允許該項減免，但允許特定在該國成立的個人退休計畫提撥金額之免稅，最大減免金額根據基本計畫與補充計畫的提撥金額而定。

A國與B國的租稅協定遵循OECD Model，即A國與B國遵循抵減方法以排除重複課稅問題。

案例 2—來源國與居住地

喬治為EXCO工作達40年之久，是A國居住者。喬治在A國定居、工作20年；在B國工作、定居5年；在C國工作、定居15年。在這些年間，喬治參與成立於A國的EXCO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喬治退休後不久，搬到B國享受溫暖氣候。

在A國，員工部分提撥的退休金計畫可完全減免。退休基金投資提撥金額所賺得的收入排除在納稅所得內。然而，退休計畫所支付的退休金，對於收受人而言必須全數納入所得課稅。如果退休金支付予非A國居住者，則A國稅法規定必須扣繳30%所得稅。

B國的退休金提撥與收取利益之租稅規定與A國相似，另A國與B國目前無強制性的租稅協定，但正在協商當中。 

案例 3—退休基金收益租稅待遇之不協調

維多利亞在A國工作40年，而且是該國居民。在所有工作年間，維多利亞及其雇主參加國家基本公共退休金計畫，以及員工支付確定提撥之退休金計畫。維多利亞退休後不久，即搬到B國享受溫暖氣候。

在A國，員工提撥予基本退休金計畫的退休金提撥金額均可在40年間完全免稅，退休基金投資賺得的收入免稅。然而，退休計畫所支付的退休金，對於收益人而言，必須全數納入所得，如果退休金支付予非A國居住者，則A國稅法規定必須扣繳30%所得稅。從海外支付予A國居住者之退休金在交付時全額應稅。提撥至基本退休金計畫的金額可完全減免，但交付退休金至居住者手中時有50%為應稅；如果退休金支付予非居住者時，則必須預扣30%所得稅。

奧爾加在B國工作35年，是B國居住者。在這些年間，奧爾加及其雇主參與員工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以及國家基本公共計畫。她退休後不久，立即搬到A國追求她的嗜好，從事極地探險的歷史工作。

在B國，員工部分提撥的退休金計畫並未被包含在奧爾加工作年間的所得內，但適用於15%的提撥稅率。同樣地，退休金計畫投資賺得的所得，需支付15%稅率。基金所支付的退休金為應稅，但先前已繳交的稅款可獲得15%退稅。支付予非居住者之私人退休金在B國無須付稅。從海外支付予B國居住者的退休金為完全應稅。提撥至基本退休金計畫的金額可全數減免；如果領受退休金者為低收入戶，則支付之基本退休金免稅；但如果領受人之收入超過特定門檻（領受人為非居住者時適用於預扣30%所得稅）時，需透過100%之課稅，以歸還給政府。另A國與B國之間無強制之租稅協定，但正在協商中。

案例 4—何謂退休金計畫？

卡爾是33歲橄欖球選手，為A國居住者，受傷後結束職業運動員生涯，然後搬回出生地B國。卡爾並從A國收到下列款項： 

- 2004年與2005年，每月從他最後加入的球隊中獲得相當於（以年為基礎）2003年薪資50%的款項。這些付款是根據他在31歲時所簽訂合約，條件為卡爾因為受傷退休，且不在以後年度為其他任何職業橄欖球隊效力。 

· 從2012年至2032年，每年從該球隊領到相當於2003年薪資10%的款項。此付款亦是根據他最後合約所規定，無任何附帶條件。

· 2004、2005與2006年，三筆相同款項，代表由橄欖球員工會為A國球員成立之退休基金的退休金權利。球員對於該退休金計畫的提撥屬於自願性質，但不得超過球員年薪的18%（卡爾在他為A國兩支球隊效力的5年間提撥最高金額）；雇主無提撥任何金額。此退休金計畫允許球員以不同方式領取基金。A國與B國的稅負協定遵循OECD模式，A國與B國遵守該免稅方法以避免重複課稅。

貳、專題研討會D：租稅協定有關股票增益之處理（TREATY TREATMENT OF GAINS ON SHARES）

主　席：Guglielmo Maisto (Italy)
討論者：Rick Krever (Australia)
　　　　John Ulmer (Canada)
　　　　Claus Staringer (Austria)

　　　　Dennis Weber (The Netherlands)

        Gauthier Blanluet (France)

　　本專題討論在租稅協定下，適用於個人或公司實現股票利得之所得稅制度，討論範圍亦包含其他影響協定執行之稅制參考（這些情況主要限制在非歧視條款），但本專題討論尚未涵蓋下列議題：
（1）來自於個人移民產生的利得（業在2002年IFA奧斯陸大會主題II中討論過）；
（2）因企業重整而取得之股票利得（擬在2005年IFA維也納大會，或是2006年IFA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會中討論）； 

（3）不動產公司之股票利得（獨立在未來IFA大會中以特定專題討論方式進行討論）。
　　排除上述（1）、（2）與（3）所列主題，應可避免IFA會議之間討論重疊之情形。
本專題討論區分為五個部分：
Segment I： 股票利得之認定

Segment II： 股票利得之確定，時間及其他計算議題
Segment III： 除公司重整外，因企業交易而產生之股票利得
Segment IV： 歐盟觀點
Segment V： 可行由協定之解決方案
本專題討論之目的：
1.「股票」一詞是指在合股（joint stock）公司的持股，該公司是其成立所在國之應稅人。

2.來源國是指出售股票的合股公司成立之所在國。

3.居住地國是指實現利得之納稅義務人居住的國家。

4.「公司交易」一詞涵蓋影響公司組織結構之交易（清算、股票買回、股票交換、席位移交），但不包括併購、分割，以及其他企業重整。
一、Segment I： 股票利得之認定
　　此部分涵蓋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十三條之一般結構，並特別參考有關「認定」之定義。本部分特別強調：1、 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十三條有關「轉讓（alienation）」一詞之意義 ；2、股票利得認定之特殊議題；3、認定衝突（如果結論涉及OECD Model第二十三條之評論項目32.1至32.7，則適用於股票利得之討論，而且亦適用於第十三條規定）；4、政策觀點。
1.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十三條有關「轉讓（alienation）」一詞之意義 

　　在OECD Model第十三條之規定下，「轉讓」一詞並非定義名詞，而且在該條款之評論（Commentary）下，亦未對其意義提供清楚之定義，然而，第十三條之評論第五項則清楚指出允許締約國廣泛解釋該名詞。事實上，該評論指出「財產轉讓」包括財產交換、部分轉讓、徵收、移轉至公司以交換股票、出售權利、贈與，以及因死亡移轉財產等。
2.股票利得認定之特殊議題
　　來源國與居住地國可能在協定下對利得之認定有不同規定，此種情況可能係因不同環境所造成，像是銷售協議條款等。例如：賣方與買方相互交換賣權與買權即是導致認定不同之原因。特殊議題亦可能因為銷售限制與股票權利限制（例如選擇權）等事件，或是股票的終身股息（或於國內法定義為「使用權」）而引起，其他例子亦包括了：
（1）證券借款與股票租賃；
（2）股票贈與；
（3）可轉換債券之銷售；
（4）非直接處置；
（5）在終身使用權期間買方所支付的年費（OECD第十三條之評論第　　　　十八項指出「…難以針對此事項訂定一條規定」）。
3.認定之衝突
　　認定衝突議題是由OECD Model第二十三條之評論第32.1項至第32.7項所規範，係就特定之事件予以討論（股票利得），尚不限於一般問題。租稅協定中有關特別國家之經驗（例如：澳洲）應屬於此節之重要議題，另外受國內（稅）法結構之影響，可能必須在協定認定與相關衝突中予以釐清。這也是測試OECD評論（2000年）之機會，並確定因國內法律（第32.3項）與不同事實之解釋，或協定條款（第32.5項）引起衝突之區隔。在此範圍內，可參考來源國對於國內法律反濫用規定之適用認定（例如：股票利得係認定為出售之企業而來）。
4.政策觀點
政策觀點非常有限，可能是為了使專題討論與大會主題有所關連（公司/股東課稅之趨勢：單一或雙重課稅）。專題討論小組指出須課稅之利得，在經濟上代表銷售公司之保留盈餘，且將該利得視為股利課稅，且將對協定造成影響。例如在西班牙立法中可發現准許實現股票利得的納稅人在反映保留盈餘之利得部分予以稅額抵減。 

二、Segment II： 股票利得之確定，時間及其他計算議題
此節涵蓋之議題可能發生在一締約國（居住地國）之居住者（R）（不論是個人或公司）持有其他締約國（來源國）公司（T）之股票，透過實際銷售（根據雙方國家之商法認定）而實現的利得。
首先，係討論R出售給其他締約國之居住者S。
儘管此交易十分清楚與簡單，但居住地國與來源國間可能產生因適用稅法規定不同之議題，包括：
1.利得之確定
居住地國與來源國對於利得之認定十分分歧。儘管OECD租稅協定範本並未在第十三條提及此議題，但有關此事件之規定有其必要，以避免雙重課稅（OECD第十三條之評論第十二項規定，係將利得之認定交予締約國之國內法律決定）。
有關銷售之來源與成本之減除，亦可能引起兩國間之不同觀點。此種情況發生在避險成本或股票銷售有關之匯率交換合約費用上，另購買股票所發生的利息費用可供扣除亦是其中一例。其他例子可能關於部分轉讓時，股票處理價值計算方法不同而引起（例如：來源國採用FIFO先進先出法，而居住地國採LIFO後進先出法）。
最後，當某個國家將利息從納稅人之實際利得中分離時，銷售價格之遞延給付亦可能產生利得認定的分歧。如前所述，此議題業由OECD範本第十三條之評論第十八項有關資格限制之認定所提及，此外，若來源國之稅法規定採用銷售價格而非利得來認定，則居住地國的確會產生利得認定之問題。
所有問題可藉由居住地國之國外稅額抵減條款以及協定條款中獲得解決，以避免雙重課稅。除了Segment I所敘述的所得認定議題之外（例如：部分價格認定為股利的情況），銷售價格之價格調整亦為國外稅額抵減之議題。與計算議題有關的相關主題亦在OECD評論中有所著墨，如OECD範本第二十三條評論之第六十一項所述。

2.實現時間
國外稅額抵減問題亦在來源國與居住地國對利得認定之時間不同而產生，例如，兩國對股票所有權之移轉時間可能不同。此在OECD稅約範本之第二十三條有所討論。 

另外賣方與買方間之股票交換亦可能產生稅額抵減之時間問題。

3.其他議題
其他涵蓋在此節之議題包括資本損失與利得在租稅上之適用（例如：適用於預付款之扣繳所得稅）。在資本損失方面，可能產生其損失可被遞延，並用以抵銷來源國家內同一公司或其他公司持股之利得。最後，某些證據已顯示非歧視條款的重要。
三、Segment III： 除公司重整外，因企業交易而產生之股票利得
此節包括透過公司交易（不包括重整）產生之利得，以及涉及可能因確定利得之時間，或因所得認定而引起之協定問題。此部分不應與Segment I之認定處理議題重疊，事實上， Segment I涵蓋的為一般認定，以及以舉例方式考量特定交易；此節係討論特定交易與認定，應有別於一般情況，其交易特徵係呈現獨特議題。
此交易方法亦應允許確認國內或協定反濫用之條款，或在各國實施經驗之有效性，應特別注意對於此主題有所說明之判例（例如：2002年12月6日荷蘭最高法院，適用荷蘭fraus legis法律的36.773號判決）。
1.公司清算之股票利得
該主題已經在1987年IFA布魯塞爾大會上討論。此領域之主要問題與兩締約國之所得認定有關（例如：股利vs.資本利得）。OECD稅約範本第十三條評論之第三十一項承認，資格認定之衝突或係由清算分配而引起，亦即來源國可能將所有或部分分配資產視為股利，而居住地國可能認定是資本利得。此問題之解決方案為發布因清算引起所得認定之命令（比利時-法國協定第十五條第八項，對於因公司合併引起股票分配亦提出類似解決方式）。此節之判例應特別注意（例如：1991年7月3日荷蘭最高法院對於清算所得認定的第25.308號判決）。
2.買回自家股票（「股票買回」）
多數國家的商業法將買回自家股票視為銷售。然而，此交易實際情況是由國內公司法條款所規範，亦即公司法係整合並補充商業法對於銷售之規定。買回自家股票可被居住地國與來源國之國內法律認定為利得或股利，進而引起協定認定之議題。而該此主題討論事項已予限制，用以避免與2002年IFA奧斯陸大會的專題討論E：「公司取得自家股票」之議題重覆。
3.視為銷售 

營利事業之納稅義務人稅負情況改變，可能產生等同於股票銷售情況之事件。例如：在加拿大與義大利政府規定，公司之法定席次轉移至外國，則公司之資產被認定為視為銷售。另外，於資產實際出售前課稅，可能導致資產真正出售時之雙重課稅，因此，持有轉換法定席位公司股票的股東，可能在實際銷售時產生雙重課稅。此問題可透過雙邊協定解決（例如，德國與義大利之間協定第十二條規定）。另一解決方案為允許納稅人選擇於其他國家視為該股票轉讓已經實現的時點課稅（假設股票已經以其公平市價出售或買進，例如加拿大-美國之租稅協定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但只有個人才可適用）。
4.股票分配視為利得
相同議題亦可能因為股票分配視為利得而引起。 

四、Segment IV： 歐盟觀點
歐盟成員國之國內法律所包含之條款（亦即區分居住者與非居住者實現之股票利得適用不同規定之條款），其差異性係與應稅項目，或更繁瑣之承諾要求有關。有關歐盟法律與租稅協定間互動之觀點，存在各種情況。
1.與歐盟協定相衝突
適用租稅協定之模式可能與歐洲法庭所提出之歐盟協定原則相互衝突。例如：非居住者所實現之資本利得範圍，可能比居住者實現之利得課徵更重之稅負。同樣地，亦須重新檢視遵循協定之義務，是否與歐盟的非歧視原則，或與歐盟的自由原則相衝突。
2.次要歐盟立法
不僅如此，次要歐盟立法亦包含適用在個人或公司處置跨國股票，以及其他成員國股票之利得之規定條款。這些規定係於1990年7月23日之Directive 90/434/EEC所規定 ，有關不同成員國內公司之合併、分割、股票交換適用之一般課稅制度（即所謂的Merger Directive），以及1990年7月23日的Directive 90/435/EEC，有關不同成員國家內母公司與子公司所適用的一般課稅制度（即所謂之Parent-Subsidiary Directive）。但這些指導條款亦被限制在股票交換減稅的討論範圍內，而不討論合併或分割，以避免與未來IFA大會之議題重疊。
3.歐盟之協調
股票利得之課稅處理最後將落入可行的歐盟協調範圍內。相關之案例為位在某成員國之母公司，持有另一成員國子公司股票，而由母公司實現股票利得的情形。（見G.MAISTO「歐盟成員國母公司實現資本利得之免稅提案」，European Taxation，Vol. 42, n. 1, 2002, 28）。
五、Segment V： 可行由協定之解決方案
此節係評估於前述指出之議題，並提出可行的協定解決方案，包括：（1）在租稅協定之架構下，全球重新評估資本利得課稅，例如刪除OECD Model第十三條等；（2）OECD Model之評論小幅變動新增規定；（3）適應目前歐盟稅法指導原則；（4）運用國內稅法以規避適用租稅協定之規定；（5）租稅協定反濫用條款之提案。

註：有關OECD租稅協定範本新增條款之討論可能包括：（1）從事國際船運或航空活動公司股票利得之免稅；（2）從公司保留盈餘分離資本利得，以及後續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十條之應用。 
參、專題研討會E：國際租稅中之反避稅規定（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s i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主　席：Graeme Cooper (Australia)
討論者：Brian J. Arnold (Canada)

　　　　Graeme S. Cooper (Australia)

　　　　Anders Hultqvist (Sweden)

　　　　Cameron Rider (Australia)

　　　　Fernando Serrano (Spain)

　　　　Guillermo O. Teijeiro (Argentina)

此研討會將討論一般反避稅規定之操作對國際交易課稅之影響。其焦點在於境內反濫用原則對國際交易課稅之衝擊，研討會議內容係在討論GAAR之主要因素、GAAR對國際一般交易之運用、GAAP與一般國際原則之比較，以及GAARs和DTAs 之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並以案例說明之方式進行討論。 

案例研究I  跨國企業之盈餘分配（加拿大）

　　假設相關交易涉及跨國公司（含大量現金資產與保留盈餘）股票之出售，例如：屬加拿大公司之股票，被美國股東出售給另一家加拿大公司。加拿大公司若以支付給美國股東股利之方式，則須扣繳所得稅款。此外，由美國股東收訖之股利亦真實反映在股票銷售價格內。

　　此案例討論包括：（a）加拿大之一般反避稅規定是否適用於此交易，另又如何適用，以及（b）加拿大-美國之雙邊租稅協定對於此交易適用國內反避稅規定之影響。

加拿大對GAAR之分析主要涉及下列三項要素：

1、 租稅利益

2、 避稅交易

3、 誤用或濫用

　　這些要素已經加以檢視，且對於跨國出售股票之應用亦已加以解釋。加拿大法院之案例指出，此銷售價格之支付涉及透過交易，以逃避加拿大扣繳稅款之規定，是為了達到租稅利益而設計。此交易被認為濫用或誤用加拿大之扣繳所得稅之規定。

其次，加拿大-美國之租稅協定是否避免了國內一般反避稅條款之適用。納稅人爭辯協定條款第十三條（4）規定，係避免加拿大向美居住者課徵股票出售之資本利得。政府主張股票交易涉及股利，而第十條允許加拿大課徵股利所得，但稅率不超過15%。最後法庭結論認為應適用第十條而非第十三條，因為此交易並非股票的「真實轉讓」。

其他議題討論之結果，包括了根據S245(5)將利得重新定義為股利，其是否可解釋為視為條款，若視為股利，是否暗示協定規定之推翻。

案例研究II 境內與境外利息分配之策略（澳洲）

　　第二個案例研究係有關澳洲GAAR對於債務融資境外承接之適用。取得非居住地公司的股票資金，是為了要在境內籌措資金，因為境內借款之資金成本可能較低，而借入資金係用來購買另一家境內公司之股權，此境內公司隨後認購境外從事併購之公司股權。

　　當交易涉及境內融資（最終）以賺取境外收入時，可能對於國內利息分配規定產生負面影響，且引發其他對於境外收入可能不足以涵蓋境外損失之國內保證規定。政府主張境內股權買進是為了避免對借款人採行相關規定。

適用GAAR之要求為：

1、 計畫之存在；
2、 發現有些納稅人可能取得與該計畫有關的租稅利益；
3、 該計畫參與者是為了取得租稅利益之目的。
　　這些要素已加以檢視，並解釋該結構之適用。最後說明法庭之案例，指出境內股票買進之處置是為達到租稅利益，而且該租稅利益來自於逃避保證規定。

案例研究III  back-to-back放款結構與協定之選擇（阿根廷）

　　第三個案例研究係評估阿根廷GAAR對於國外母公司之本地子公司跨國放款適用之規定。此放款透過一系列中間交易達成，並涉及同一多國籍銀行集團之不同子公司。

假設案例涉及四個納稅人，並分成兩組關係人。某德國公司申購一家銀行所發行的債券。之後沒多久，德國公司之阿根廷子公司向第二家銀行（與第一家銀行有關）借入相同金額貸款。除了金額之外，此兩筆貸款之安排有極大不同，但處理時間相似。第一家銀行隨後對子公司向第二家銀行之借款做出償還保證，保證成本隱含在支付給德國母公司之債券利息中。在此同時，德國公司將債券抵押給銀行作為保證的擔保品。沒多久，借款人給予德國母公司取得貸款利息之選擇權。

如果德國母公司直接向阿根廷子公司借款，則利息支付將根據阿根廷-德國協定條款第十一條（2）（b）產生15%之扣繳利息所得稅款。但另一方面，租稅協定可能免除支付阿根廷的利息預扣所得稅款，因為阿根廷-丹麥協定條款第十一條（3）（c）規定，特定金融安排之利息所得免稅。

阿根廷GAAR兩項規定均已在討論會中檢視。如租稅程序法第1節要求租稅條款依據其目的與經濟意義建立，租稅程序法第2節指出，當納稅人所選取的法律形式，在真實經濟目的之法律未同時發生時，則該選取的法律形式應予以摒棄。反之，法律要求在私法提供之架構內，考慮真正的經濟情況，以及與納稅人真正意圖一致之最自然形式。

案例研究IV  跨國界附息票券之分配（西班牙）

第四個案例研究西班牙GAAR對於跨國界付息票券分配之應用。

此交易假設買進澳洲政府公債（附息票），收取利息，之後以賠本售出。在西班牙-澳洲協定下，由一締約國發行之債務工具利息可以只由該國家課稅。因此，澳洲對於公債之利息課稅具獨佔性。另根據澳洲國內法律，該利息確實免稅。不僅如此，因出售而產生的資本損失可適用於西班牙稅制以抵銷西班牙境內的資本利得。

西班牙GAAR規定之關鍵要素涉及稅法之濫用。另外西班牙GAAR亦規範非真實交易。

中央經濟管理法院(Central Economic-Administrative Court)判決指出買進澳洲公債涉及免稅目的之再出售協議，故相關利息支付為稅法之濫用。其主要原因為該交易僅用於取得租稅利益，並無任何其他有效之經濟理由來證明該交易。

案例研究V  跨國界結構融資（瑞典）

最後一個案例研究檢視的是，瑞典GAAR在跨國融資獲得利息用來抵減國內損失之應用。

某瑞典公司成立愛爾蘭子公司。母公司向愛爾蘭銀行借錢，然後買進子公司之額外股票。子公司隨後借款給其中銀行之子公司（利率與原借款利息相同）。當該銀行之子公司償還貸款時，其本金隨之減少，而向愛爾蘭銀行借入之貸款，則由瑞典公司償還。此交易之租稅優勢在於母公司支付之利息，從子公司處收回。

稅捐機關主張此交易之設計與買賣是為避稅機制，已抵觸GAAR之規定，且亦違反租稅協定。納稅人則反駁指出此結構具有其商業目的，因為瑞典公司計畫在愛爾蘭建立金融中心，但該計畫隨後被取消。

瑞典適用GAAR之要求為：

1、 交易造成租稅利益；
2、 租稅利益為交易之主要原因；
3、 交易基礎之評估可能違反立法目的。
地方法院判斷此交易為人為基礎，所以無須考慮GAAR之規定。上訴法院考慮應可適用GAAR，但根據相關證據，無法做出此交易之主要目的係為租稅利益。

另外，租稅協定之爭議亦獲得勝訴。法院認為此股利應視為股利，而根據協定，股利在瑞典無須課稅。

肆、專題研討會F：國際租稅近期之發展(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ax)

主　席：Professor Maarten J. Ellis (Netherlands)

討論者：Judith Blissard (USA)

        Willard B. Taylor (USA)

自2002奧斯陸會議圓滿舉行後，國際租稅最近發展之討論已成為IFA大會的一個固定議題，而本次討論會之重點在於國際租稅法律近期之發展，包括法院之判決、立法意旨、條約的發展，以及國際交易之型態。而討論內容之特色為具有即時、具一般利益及引起國際租稅參與者和專家濃厚興趣之主題。玆舉目前國際近期發展之案例如次：

一、盈餘剝削法則(Earning Stripping Rules)

(一)現時一般之規定

1. 公司在一課稅年度支付之利息費用不符規定者，不得自收入中扣除。

2. 不符規定之利息費用若佔符合規定之利息費用達已調整所得（adjusted taxable income）之百分之五十者，該費用及超額限制之金額不得前抵三年。

3. 超額限制（excess limitation）係指超過公司可調整所得之百分之五十，或者是超過公司之淨利息費用。

4. 不符規定之利息費用係指：利息支付給

－關係人；
－由關係人或免稅單位擔保之非關係人；
－或美國政府不對該利息費用課稅之利息。

5. 負債與資產比不得超過1.5:1

(二)Thomas法案I(2002)

1.跨國集團之公司利息費用若大於下列情形，則不被允許認列。

  －已調整課稅所得之百分之三十五。

　－超額境內未符合規定之利息（excess domestic disqualified interest）

2.超額境內未符合規定之利息係指：

　公司一課稅年度所支付不符規定之利息，乘以該公司負債資產比佔全球集團負債資產比之比率。

3.本法案之影響為當公司之負債資產比超過某均衡比例時，則該公司之利息費用不被允許認列。

(三)Thomas法案II(2003)
1. 取消負債與資產比1.5:1之規定。

2. 取消超額限制延後抵減（carryover）之規定。

3. 不符規定之利息費用延後抵減限制至10年。

4. 允許不符規定之利息費用佔已調整所得有不同比率之門檻。

－支付利息予關係人調整為百分之二十五。

－因關係人之擔保所支付之利息仍維持在百分之五十。

舉例說明：

在美國境內之子公司持有

-ATI$100

        -對國外母公司負債產生之利息費用$30

        -由國外母公司擔保之不具任何關係之負債產生之利息費用$20

        -非擔保及非具任何關係負債所產生之利息費用$25

    因此美國子公司擁有全部利息費用$75，其中包括不符規定之利息費用$50。惟在本法案下不符規定之額度將為：

　　超額利息費用（$75-$50=$25）+ 超額關係人利息費用（$30-$25=$5）= $30
(四)Hatch法案（2003）　　

非符合規定擔保情形之除外：

外國人擔保若納稅義務人已借之本金實質上等於在未擔保之情形下，向非關係人借貸一樣。

二、盈餘之匯回

(一) Thomas法案II(2003)
1. 扣除之限制：

(1)當匯回額度超過基礎年度之平均數時（基礎年度平均數係指最近五年扣除最高和最低年度後，三年之平均數）。

(2)永久轉投資於美國境外，在財務報表表現盈餘時之限制。

2. 美國境內公司之投資，必須經由公司資深經理或董事會核准通過，其所獲得之股利才符合規定。

(二) Hatch法案（2003）

1. 美國境內之公司可選擇符合規定之國外分配股利，以5.25%稅率課稅。

2. 上述符合規定之國外分配股利不得超過「當年度創新研發費用大於基本創新研發費用之差額」。（基本創新研發費用係指前三年創新研發費用平均數之85%）

伍、專題研討會G：OECD Model第九條所定義之「關係企業」為何？（Article 9 OECD Model Convention “What is an associated enterprise?”）
主　席：Prof. Hubert Hamaekers (Netherlands)
討論者：Helmut Becker

        Luis Schoueri

        Carmine Rotondaro

        David Grecian

關係企業之意義，在OECD及UN Model租稅協定範本之第九條已有所規定，此外，並且在許多國家最近對移轉訂價之立法上，亦有定義。

上述OECD 稅約範本對關係企業之定義為：

（一）一方領域之企業直接或間接參與他方領域企業之管理、控制或資本。
（二）相同之人直接或間接參與一方領域之企業及他方領域企業之管理、控制或資本。
雖然如此，關係企業之定義至今仍有模糊之空間，特別是有關「控制」（control）之定義，仍存在疑義。因此本研討會之目的在於更深入分析並釐清OECD 稅約範本對關係企業之定義。

有關「控制」之定義，在本次研討會分別由兩不同層面來探討，第一是從股權及投票權多寡之角度；第二從是否有權利干涉公司之財務與管理政策來分析，此外，更將重點放在國際上對關係企業規定之比較，例如：

1. 澳大利亞

移轉計價所規範之事項（非常規交易）亦可在國際避免雙重課稅上運用，因此有關關係企業須具「控制」之關係，並非必要。

2. 巴西

   將關係企業排除代理商，以及僅為該公司處理購買或銷售貨物、勞務之相關業者。

3. 德國

需具有實質參與與控制效力，以及至少須持有股份達25%。

4. 印度

某公司之產品製造必須依賴它公司之無形資產，或者是生產原物料之90%以上由它公司供應，則認定雙方為關係企業。

5. 日本

直接或間接擁有其股權至少50%以上。

6. 荷蘭及英國

依OECD稅約範本第九條所規定之定義。

7. 美國

雙方因相同利益直接或間接互相控制或受控。

有關本次研討會討論關係企業之定義，尤其以各國之相關規定，相信可作為我國在擬訂移轉計價規定之參考。

陸、專題研討會H：境外投資基金制度（Offshore Investment Fund Regimes）
主　席：John Prebble（New Zealand） 

討論者：Wolfgang Oho（Germany）

Ronald Durand（Canada）　

Lee Burns（Sydney）　　

Jean-Blaise Eckert（Switzerland）　 

David White（New Zealand）　

　

在本研討會討論之「外國投資基金」有其特殊意涵。從租稅管轄權觀點來看外國投資基金制度之執行，該名詞係指除了租稅管轄權範圍外存在於國家之實體，並且管轄權內之居住者，可能投資但投資金額較小或較分散，而不至使該投資個體納入受控外國公司之立法範圍內。

    外國投資基金為典型之共同基金，但可能是由公司握有龐大持股或信託單位、退休基金或其他持有龐大利息之基金工具組合而成。重點並非投資個體之形式，而是藉由投資國外個體不須年年分配所得之事實，而使納稅義務人能夠遞延或避開國外來源的所得。

一、政策

大多數課徵居住者之所得稅，單純以其定居之住所為基準。有些管轄權另外採用其他因素，像是收入來源或納稅義務人的公民權。外國投資基金制度之計算方式是為了阻撓在定居基礎下而採行的避稅方法，在缺乏特定規則下，居住者有時能技巧性地規劃將所得來源以國外個體取代。例如，某高稅率國家之納稅義務人擁有投資之儲蓄，他決定投資某種類型之共同基金，最終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贖回。此納稅義務人可根據相同特色投資在當地之基金，但一般而言，當基金獲利時，獲取之所得必須承擔稅負，使得納稅義務人因而投資低稅率國家之基金。當此基金最終解散並分配收益予其成員才須課稅，該成員在基金存續期間享有遞延稅負，且居住在無資本利得稅負國家的成員甚至可以避開所有稅負。故允許其居住者以此方法投資海外的高稅率管轄權國家，事實上是提供國外投資組合之租稅抵減。

當人們投資海外，並非為共同基金或其他各種投資組合，而是在低稅率國家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後利用該公司作為國外貿易或投資基礎，並以該公司逃避居住地國家之納稅義務時，則上述問題即須以不同觀點看待。故一般而言，高稅率國家就當地所有人分配至受控國外公司之所得計算制度，須以立法控制。

授控國外公司之所得計算制度並不能解決投資組合之稅負遞延問題，例如假設身為查帳員，當地所有人能夠取得有關受控國外公司相關之資訊，使他們可以申報推定之納稅所得比例。因此，如果管轄權國家希望解決有關國外投資組合之稅負遞延問題，則需要有不同種類的所得計算制度。

該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其作用像是受控外國公司所得計算制度之支架。如果人們規劃投資，以逃避受控外國公司所得計算制度（例如，投資人在國外公司持有之利息，低於受控國外公司利息之門檻），則根據此管轄權國家之政策，國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可能不利。

    本研討會廣泛討論多數國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的主要政策要素包括下列一項或以上：反避稅與反遞延；資本輸出中立；受控外國公司所得計算制度之架構；不論投資機構為國外或國內均視為整體應納稅之投資；其他直接投資的稅負不計入受控外國公司利息內；國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之主要目標，將考慮類似退休基金與人壽保險結構之所得稅負。最後，有些法律管轄範圍對於外國投資基金所得施行懲罰性稅負，顯然不鼓勵投資於所有外國投資基金。

二、結構

「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一詞，存在某些誤導，嚴格說來，該計算制度應納稅之對象既非外國人也不是投資基金，反而是投資在境外投資基金之本國居民。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係對本國居民就其投資在國外個體之所得比例（或預估所得）課徵稅負。一般而言，境外基金計算制度涵蓋某些要素。

    第一件要素是一連串適用該計算制度之國外實體的定義。此政策是向本國居住者而非外國基金課稅，而推論結果是，制訂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的法律管轄權可能未考量目標投資工具之特定結構。因此，有些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可能採用通稱為「雜湊（omnium gatherum）」的名詞涵蓋所有國外實體。

    其次，是規範本地納稅義務人就境外投資基金獲取利息之規定。這些因素包括具投票權利息、股東利息收入以及其他可能攸關的利息所得。利息定義之規定需要相關之細則配合，以詳述計算執行的時間，例如：所得年度結束時間？包括在年度內成為納稅管轄權範圍之居住者亦需要納入規定。

    第三，有關個體與利息之規定通常涵蓋在管轄區內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內，另外，亦包括受控外國公司所得計算制度、讓與人信託，以及其他本國居住者持有利益等與其他國外個體之間重疊範圍所引起相關議題之規定。例如，同一外國個體在另一管轄權範圍內可能為某一本國納稅義務人之境外投資基金，但卻是另一納稅義務人之受控外國公司。

    第四，係有關境外投資基金損失之問題。本地納稅義務人是否可納入這些外國損失，然後抵銷本地所得呢？或這些損失只能抵銷外國所得，或只能抵銷基金所得呢？

    第五，制訂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之管轄權面臨幾項範圍問題。此制度是否適用於所有國家基金，或排除包含健全國際反避稅模式之高稅率國家呢？該排除國家是否有合理基礎，以作為居住者在某特定管轄權內並未享有特定避稅或遞延稅負之抵減，或者司法管轄權主要考量之反避稅方法，可能僅適用在租稅天堂國家之個體。這些是主要的範圍問題，但仍有其他存在。例如：是否應對小額投資有最小金額的排除呢？

三、所得計算

在受控國外公司所得計算制度的情況下，必須考量境外基金計算制度可能包括國內納稅義務人須設定其投資基金所得之計算方式。然而，此計算方式與受控外國公司之計算方法有所差異。受控外國公司計算規定係假設受此制度規範之人，能夠發現足夠資訊以計算公司所得，然後再計算自身比例。此計算有時稱為「約當分支（branch equivalent）」，因為國內納稅義務人將外國公司當作分支機構而非獨立公司計算所得。從另一角度來看，境外投資基金規定，亦假設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然能夠取得約當分支計算的必要資訊，因此提供替代的所得計算方式，通常提供幾種選擇。

考慮投資人可能從基金機構取得詳細完整所得之可能性，境外投資基金規定可能選擇性要求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約當分支計算方式。如果此選項可行時，則通常會有解釋國內稅法內容適用於約當分支計算的規定。

    外國投資基金計算制度可能提供其他代替約當分支之計算方式，包括：(a)「會計利潤」亦即根據可接受的會計方法計算之利潤，通常比適用於完全約當分支計算容易；（b）「約定報酬率」亦即納稅義務人持有之外國投資價值，以及以法律規定之約定報酬率計算；或（c）在基金利息可交易的情況下，市值增加（亦即在納稅年度內增加價值）。這些替代方式可能具選擇性，或納稅義務人可能被規定應優先使用的方法，端視各方法在各條件下之可行性而定。

    上述規定通常形成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之所得計算要素核心，此外，吾人可以預期這些規定尚包括：（a）納稅人處置或取得境外投資基金之利息；（b）從一種計算方式變更至另一計算方式；（c）當某筆來自於境外投資基金的所得，已經在之前年度以所得計算方法分配至納稅人所得時，屬於所得分配之租稅抵減；（d）外國稅負之減免；以及（f）基金從一管轄主權遷移至另一管轄主權範圍。

四、專題討論與報告

專題討論小組概述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的基礎，但選取較複雜之議題。此外，Oho博士與Eckert博士將分別討論德國與瑞士的相關制度。英國國內稅收討論文件近期將提出合格之基金系統，以及特定境外投資基金計算制度之法律架構也在討論範圍內。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國際財政之思潮，不斷推陳出新，各國在實務運作上，亦因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環境不同，而多所差異，此次有機會與其他各國出席代表齊聚一堂，就各國關心之議題，交換心得意見，實屬難得，而為拓展我國國際租稅之領域，本部自八十年起已陸續派員參加國際財政協會舉辦之年會或地區性研討會，故無論在促進友好國家實質關係，或吸取國際經驗方面，均獲益匪淺。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以及促進我國經貿活動，租稅國際化向為我國努力之目標，而在此方面，我國努力方向主要有二，一為稅制稅政國際化，另一為加速雙邊租稅協定之洽簽，目的在與國際接軌，消除國際間重複課稅，同時促進我國與他國間經貿、文化與科技交流。
　　在稅制與稅政國際化方面，我國在1986年實施之加值型營業稅（Value Added Tax）及1998年實施之兩稅合一所得稅制（Income Tax Integration System），為我國稅制國際化之歷史見證，而目前仍在建構中之稅政電子化及預先核示機制，則為我國稅政國際化之最佳範例。

　　另外租稅協定之簽署，近年來由於我經濟部、外交部及駐外單位等協助推動，經過多年之努力，我國已與17國簽有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因此租稅協定之運用，隨著協定之簽署國日益增加而日趨複雜，國與國間之間課稅權之分配在實務上之運用更易產生爭議。

本次年會所討論之議題亦多與租稅協定之運用有關，諸如針對租稅協定有關股票增益之處理、國際租稅中之反避稅規定、國際租稅近期之發展，以及OECD Model第九條所定義之「關係企業」為何等等，均可作我國面對適用租稅協定時相關問題之參考。
有關對公司（股東）之課稅趨勢問題，我國自1998年起實施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已消除營利事業舉債與募股間之租稅扭曲，國內營利事業界舉債之利息支出沖銷被投資公司原應分配之盈餘，以規避稅負之情形已大幅消失。惟因兩稅合一制原則上僅適用於居住者個人及在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廠所之營利事業，故非居住者個人及外國營利事業取得我國股利，仍存在經濟重複課稅問題，以致跨國企業仍偏好以貸款方式投資子公司，藉利息支出沖銷子公司原應分配之盈餘，以降低稅負。故就保障我國稅收觀點，我國確有建立稀釋自有資本法則之必要性。

其次，外國分公司匯回之營業利潤，其性質與子公司分配股利相近，同一性質之所得應負擔相同的稅負。就世界各國比較，目前以立法規定消除對分公司與子公司間盈餘總稅負差異之國家居多，主要方式為分公司匯回盈餘時課分公司利潤稅。故目前分公司匯回盈餘不必課稅，而子公司分配股利需要扣繳的租稅差異，對外商公司決策之扭曲效果將日益加深，且間接鼓勵外商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而非子公司，與我國亟欲建立亞太營運總部之政策有違，實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本屆年會雖無正式討論有關移轉訂價制度之問題，但自1998年倫敦年會提出有關OECD移轉訂價制度之綱領後，已成為國際間熱門之租稅議題，如專題研討會討論有關OECD Model第九條所定義之「關係企業」為何之議題，即涉及日後擬訂移轉訂價制度之規定，我國已深切體認參考國際經驗與潮流趨勢，作為移轉訂價法規與查核制度之參考，冀以保障我國在國際間合理之稅收配額及維持我國稅制公平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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